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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在徽州的接受

——以胡适与胡晋接等来往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吴浩
*1

【摘要】: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一直与徽州学人有着密切往来。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他与安徽省立第

二师范学校校长胡晋接、教师黄宗培等有数份书信往来，共同探讨文学改良、白话文等问题。胡晋接、黄宗培坚定

地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宏旨，但由于在办学上秉持新旧平衡的理念，以及教育不问政治的态度和严格训练的办学方针，

他们对“新文化”的一些观念并不认同，在新文化运动愈加激进后，他们在微观操作层面持折中、节制的态度。安

徽省立二师是其时徽州的最高学府，新文化运动在徽州的接受从中可见一斑。

【关键词】:胡适;胡晋接;新文化运动;徽州;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中图分类号】:K29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17)05－0021－08

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与徽州知识界多有交流，徽州学人对他的“文学改良”等思想或赞同或批评，文字往还间可以见出

徽州知识界对“新文化”的态度。据余英时考察，“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无疑是城市中的新兴知识

分子和工商业阶层”
[1]
。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是徽州最高学府，因办学成绩卓著在

皖南乃至安徽都有着极高的声誉。二师集聚了当时徽州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新文化运动在二师的接受与否和接受程度，某

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在徽州的缩影。本文以胡适与安徽省立二师校长胡晋接、教员黄宗培的文字交往为中心，考察徽

州知识界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一

1918 年 8 月 8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刊登“绩溪黄觉僧”的《折衷的文学革新论》一文。“黄觉僧”是黄宗培的

笔名
[2]
，他于 1916 年暑假后受聘为省立二师国文教员，并兼任绩溪县教育会会长

[3]
。黄宗培在文中总体赞成胡适文学革新的主

张，并力陈旧文学的弊端，但同时又认为“胡先生等所倡之说，亦不无偏激之处，足贻反对者以口实，愚今请以折衷之说进”:

“(一)文以通俗为主，不避俗字俗语，但不主张纯用白话。……(二)符号之取用不可盲从西洋而当取其适用者。……(三)不用

典故不讲对偶之说，愚亦赞成。但旧文体之著作不在此限。”

胡适和黄宗培是旧相识
[4]
，他从友人处得知这篇“赞成《新青年》所讲文学革新的文章”，极为重视，找来阅读后在不到一

周的时间内就撰写专文回应，刊发于《新青年》杂志五卷三号“通信”栏。针对黄觉僧“不主张纯用白话”的观点，胡适表明

主张用白话文的理由:“我们主张用白话最重要的理由，只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足下若细读此篇，便知我

们的目的不仅是‘在能通俗，使妇女童子都能了解’。”对于黄觉僧用“方言不同”反对白话文，胡适反驳道:“因为方言不同，

所以更不能不提倡一种最通行的国语，以为将来‘沟通民间彼此之情意’(用足下语)的预备”，“方言未尝不可入文”
[5]
。在同

期《新青年》“通信”栏，胡适还发表《论句读符号》一文，针对黄觉僧与慕楼关于句读符号使用的观点进行辩驳，认为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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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作用在于“帮助文字达意”，“意越达得出越好”，“文字越明白越好”，“符号越完备越好”
[6]
。

1919 年 4 月 12 日，黄宗培致信胡适，谈到这场笔墨官司:“去岁弟在上海《时事新报》登载一文，题曰《折衷的文学革新

论》，寥寥数百字，意思多所未尽，乃蒙赐以指教，甚幸甚幸。敝处无《新青年》杂志，尊书乃友人为弟言之，语焉不详，以

故未能作答。”黄宗培在信中重申其“折衷的文学革新论”:“先生等所倡新说，如文学革命、平民政治、社会主义、男女平等

诸问题，宗旨弟均赞成，惟方法上间有异议。废汉文一说，弟绝对反对。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亦弟心中所期期以为不可者。至

于贞操问题，弟意与其纯从消极方面破坏女子贞操，不如从积极方面提倡男子贞操之为有利而易行。”黄氏还表达了对胡适在

新文化运动中战斗角色的坚决支持:“愿先生鼓励勇气与群魔战，以期打破此黑暗地狱，取中国各种现状而新之，此百世之功也。

即或不幸而至于以此身殉真理，亦足为世人尊敬。弟虽不学，愿联合同志为先生后盾，先生等其放胆为文。”同时，黄氏对《新

青年》以及《新青年》诸先生作了尖锐的批评:“但若不从事理上研究，而徒肆口谩骂，如刘半农之言论，则弟实不敢领教也”;

“弟非谓新党无可反对也，实以言论自由天经地义，旧党不偱正当轨辙辩论真理，乃欲以黑暗手段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

此实世界之公敌，有血气者安可与之同日月耶。虽然，《新青年》诸先生亦有过焉，言论自由自言论自由，何苦以不相干之话

予人以难堪，此亦不可以不反省者也。”
[7]

胡适对黄宗培的批评颇为不快，复信表达了对安徽省立二师先生们的不满:“总而言之，如果先生们认《新青年》为‘洪水

猛兽’，也该实地研究一番，看看究竟《新青年》何以是‘洪水猛兽’。如果不看《新青年》，又不准学生看《新青年》
[8]
，一

意把‘洪水猛兽’四个字抹煞我们一片至诚救世的苦心，那就是‘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黑暗手段’了。”在信末，

他还请黄氏“把这信请子承先生一看”
[9]
。

胡适提到的“子承先生”，就是二师的校长胡晋接。胡晋接在青年时期即立下“教育报国”的理想:“欲改造中国而非改造

中国思想界不可。然欲改造中国之思想界，又非改造中国教育制度不可，盖教育乃一切思想之源泉，而小学又为教育之基础也。”
[10]
1903 年，在江苏通州经商的绩溪县仁里村程序东兄弟四人，出资在家乡创办思诚两等小学堂，聘请胡晋接担任堂长主持教务。

胡晋接因办学成绩卓著，后被任命为安徽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14 年 2 月更名为“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安徽省立二

师从开办到结束的十五年间，始终由胡晋接担任校长，二师也因此打上了鲜明的胡晋接烙印。胡适早年的好友许怡荪、程乐丰

等皆为胡晋接思诚小学堂的得意门生。因此之故，胡适与胡晋接有了书信交往
[11]
。

1920 年，胡晋接致函胡适，说:“曩岁得你所著的《哲学史大纲》，于吾国学术思想进化的途径均有确实的证明，认为吾

国第一部哲学史。此时吾国适当五千年来思想革新时代，异说争鸣非得一先觉之指导，或至与真理相背驰亦所不免。近见《新

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尔所著的《新思潮的意义》，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即‘评判的态度’，要‘重新估

定一切价值’。这句话我很信为吾国社会之对症良药。……篇中所提纲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足为

青年修养的指针。我对于此时训育学生的方法颇思准酌国情、判别个性为新思潮的指导，使一般青年有真正的觉悟、向上的精

神。”
[12]
从信中可知，胡晋接不但读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读《新青年》杂志。

同年，胡适致信胡晋接，请他帮忙搜寻“绩溪汉学家的遗著”。信中说绩溪学者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都是先生同族，

不知先生能替我访求他们的著作否。……又这几位先生的事迹，贵族谱上定有私传，不知先生能为我钞一份吗?……如有未刊的

著作，如信稿、日记之类，若能雇人钞一份，更是我极盼望的事。钞费邮费，当由我这里汇寄。”
[13]

胡晋接收到信件后钞了一

些材料寄给胡适，胡适于 8 月 2 日回信表示感谢，并希望胡晋接“在乡党间”随时搜集绩溪学者“已刻未刻”的著作。胡适还

赞扬胡晋接为地方教育做出了贡献:“乡间人来，皆说吾绩学务大有起色，此皆先生提倡之力，深所钦佩。”
[14]

1922 年，胡晋接致胡适函说:“顷由章大木弟以《努力》报数张见示，得知公等现方注意于制宪问题，并陈述所主张之数

事，所言多切中时弊，且以制宪解决时局尤为救时之第一要义。……民国成立，垂十一年，而宪法迄未制定，诚为憾事。倘因

此迟误，屡经研究，或竟制成环球最良之宪法，则又不幸中之幸也。……吾国古籍如《尚书》，如《周礼》，如历代之典章制

度，先民遗产实有无穷之宝藏饷遗后人，俾供搜采者，今乃悉取而弃之，而惟西方已敝之法是循，诚未见其可也。”
[15]

胡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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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胡适的制宪主张，又略陈己见，“聊备贤者采择”。彼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战争对文明的巨大摧残使得中国

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西方思想文化和制度。和写作《欧游心影录》的梁启超一样，胡晋接也主张从中国传统中寻求思想资源。

胡晋接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书信往来是二人谈学论道的具体呈现，胡晋接对胡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等思想高度

赞赏。胡适当时曾在致黄宗培、胡近仁诸人书信中，表达对胡晋接在二师禁止学生看《新青年》的不满，甚至称之为“取言论

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黑暗手段”，但此种情绪在他与胡晋接的通信中丝毫未曾流露，还在给胡近仁的信中叮嘱关于二师“替

陈独秀造了无数党员”的消息“千万不可让胡子承先生知道”
[16]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胡适对这位乡邦宿儒的尊重。

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晋接与陈独秀亦有书信往来，从中可管窥胡氏对新文化运动的体认。

陈独秀早在清季即与绩溪汪孟邹之兄汪希颜交好，后鼓励支持汪孟邹创办上海亚东图书馆，并在亚东出版多部作品。胡晋

接是汪孟邹的业师，曾出资让汪氏到芜湖开办科学图书社，因汪孟邹的缘故而与陈独秀结识。民初鼎革，陈独秀担任安徽都督

柏文蔚的秘书长，曾与教育司长江彤侯论及“要办徽州的教育非请胡晋接来主持不可”。1917 年胡晋接致陈独秀信中，对陈独

秀引领新文化运动风气之先深表赞赏:“今先生所主张之救国主义，独从改革青年思想入手，此诚教育之真精神所寄。……以先

生之大雄无畏，推翻数千年来盘踞人人脑筋中之旧思想，而独辟町畦，以再造新中国，仆深信大志《新青年》出版之日，乃真

正新中国之新纪元也。”陈独秀的复函也表达了对胡晋接的惺惺相惜:“先生讲学万山中，不识世俗荣利为何物，所遇门下诸贤，

大都洁行而朴学，知先生之德教感人也深矣，溥矣。以硕德名宿如先生者，道破旧式思想之污浊，提倡教育精神之革新，新教

育真教育之得见于神州大陆也，当为日不远矣。”
[17]

二

民国初年兴办师范教育的进程中，形成了以师范校长、师范教师和师范生“三位一体”的“师范教育群体”。从前述黄宗

培《折衷的文学革新论》、胡晋接致陈独秀与胡适书信可以看出，以胡晋接、黄宗培为代表的安徽省立二师教师，对新文化运

动的宏旨是高唱赞歌、大力支持的。

胡晋接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晚清时就“非常赞成康(有为)梁(启超)的新思想”，常常叫学生“要多读历史、地理以及新

书、新报”
[18]
。他盛赞陈独秀和《新青年》的革新主张，对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也推崇备至，足以说明他是新文化运动坚定

的支持者。黄宗培总体上对胡适和《新青年》诸先生“共张文学革命之帜，推倒众说，另辟新基”持高度肯定的态度，并称赞

胡适“见识之卓，魄力之宏，殊足令人钦佩”。黄氏编辑之师范学校国文读本，“虽所选材料，与胡先生等所主张者容有出入，

而其根本主义，务在排除艰深的、晦涩的、骈俪的、贵族的、浮泛的文学，而建设一种浅近的、明了的、通俗的、平民的、写

实的文学，则大概趋于一致”
[19]
。二师教师对新文化运动的宏旨持大力支持态度，与民国初年师范教育勃兴的土壤密切相关。

1912 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甫一成立即通电各省，“顾欲兴中小学校，非养成多数教员不可。欲养成多数中小学教员，

非多设初级、优级师范学校不可。……此时注重师范既能消纳中学以上之学生，复可隐植将来教育之根本，是其当务之急者”
[20]

，

强调设立师范学校的重要性。从 1912 年至 1922 年，全国中等师范学校由 253 所发展到 385 所，学生从 28525 人发展到 43846

人
[21]
。

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分析，帝制覆灭，共和肇始，自然要行“社会教化”，普及共和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共和国的创建必

然要开启民智，要求新一代的国民，不但是共和国的公民，同时也是具备现代知识结构的一代新人。师范教育的勃兴，不单是

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知识结构的问题。简而言之，师范教育不但要培养“共和国的信徒”，还要培养“新知识的

学究”
[22]
。

在“共和体制下的教育重建”阶段，“共和”色彩在教育政策中最为突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只采用内容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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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和宗旨的教科书，与共和精神不合的前清教科书、参考书一律禁用。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将“新教育宗旨”定义为:注重

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善其道德。蔡氏进一步解释“道德教育”的含义，乃是“将自由、

平等、博爱的知识传播给人民，而使之产生正确的观念”
[23]
。

胡晋接 1915 年参加全国师范学校校长会议时，递交提案《关于整顿全国师范教育之意见书》，系统论述了师范教育在培养

“共和国的信徒”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国民教育面临重重掣肘:“国民多未受真正教育，无道德心以为之根基，实为其

最大之一因焉”;“以现代国民之少可用者，则一线希望，不得不集注于第二代国民”。胡晋接所言之“道德”或“道德心”，

正是蔡元培“道德教育”理念中“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理念。兴办师范教育正是突破此种困境的不二法门:“陶铸第二代

之国民，必有人焉”，“而师范学校，即以造成此陶铸第二代国民之人为天职者也”
[24]

。胡晋接 1917 年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到:

“此时吾国凡百事业，靡不失败，其大原因，皆由思想未曾革新致然。……仆尝太息痛恨于此日中国之教育，大多数为伪教育，

以其形式则是而精神则非，一般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其脑筋中固仍然未变革其数千年来之污浊之思想也。以故兴学垂二十年，

而迄鲜效果可言。……今先生所主张之救国主义，独从改革青年思想入手，此诚教育之真精神所寄。必一般青年湔除其数千年

来污浊之思想，而发生一种高尚纯洁适于世界二十世纪进化潮流之思想，然后吾国前途之新国民，乃能崭然露头角于新世界，

而有以竞存而图强。”
[25]
也正因此，“建立全国师范学校网络被开明的教育家视为维持全国统一的基础”

[26]
。

诚然，共和体制的建立亟须高扬共和精神、普及共和理念、培养新式国民，教育家们更深信开启民智是巩固共和的保障。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回国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的郭秉文指出:“巩固国家非开通民智不可，稳定

的共和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公民的智力。”而师范教育在这方面能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郭秉文在分析国民教育的重要问题时，

将“教员的培养”作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并借此论述师范教育的意义:“新教育发轫之初，政府、人民选定或创造了现代教育的

物质形式，诸如校舍、器具、地图之类等，力求丰富完备，然而教育当局惟独无法聘请到数量充足、经过良好培训的教员”;“尽

管有大量旧学校中的教职员赋闲，也不能在新学校中找到出路，许多中国科举时代的旧学人缺乏新学校教育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师范学校与师范养成所的毕业生是教员的最大的来源。”
[27]
只有通过师范教育培养出具备“新学校教育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的教员，才有可能造就新公民。

民国初年勃兴的师范教育兼有培养“共和国的信徒”和“新知识的学究”双重使命，新文化运动的宏旨与此高度重合，这

是安徽省立二师校长和教师们赞颂、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原因所在。在胡晋接的主持下，二师得到各方称赞。1914 年，黄炎培考

察浙、皖、赣三省教育时，参观了二师，他在考察日记中极力称赞二师:“师范学校，余此行所特别注意者。所见可十数，求最

足以移我情者，惟斯校乎!”“余观是校，不觉为之神往，夫所谓输入国民必须之思想学艺，而不破坏其淳朴懿粹之美德，俾异

日有文明之启导，无习惯之扞格，与夫注意调查研究乡土历史地理农工矿物，联络各地方小学，此岂仅新安师范学校宜然也哉，

而非易数观矣。”
[28]

安徽省政府得悉情况后，于 1914 年 5 月传令嘉奖
[29]
。

三

安徽省立二师教师在总体上坚定地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宏旨，但在微观操作层面，却普遍抱持折中、节制的态度。在新文化

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激进的时候，特别是在 1919—1921 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二师校方对新文化运动的这种态度就显得

愈加“不合时宜”。胡适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他 1919 年致黄宗培信说:“先生所痛骂的‘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黑

暗手段’，其实并不在北京，乃在休宁安徽第二师范学校。北京还没有人敢禁止《新青年》，也还没有人禁止学生看《新青年》。

我梦里也想不到子承先生和先生等竟做出这种手段来，甚至于有因此开除学生的事。”
[30]
1924 年，胡适将二师称为“危险”“专

制”的学校:“现在真没有好中学堂!那里不是你说的‘机械教育’!二师的危险是很明白的……二师虽专制，却是制造革命党的

好地方。胡子承不但替胡适之造了许多信徒，还替陈独秀造了无数党员!”
[31]

胡适说二师“黑暗”“专制”，是指二师禁止学生接触“新文化”并开除追求新思想的学生。1916 年 8 月入学的章衣萍(洪

熙)，1919 年被二师退学
[32]
。他后来回忆说:“十四岁进了一个师范学校……在校里读了两年书，又被校长开除掉了，理由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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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太新’，其实什么是新思想，连我自己也不大了然，不过那时我的确有点顽皮，不肯服从教师的命令:譬如教师要学生做古文，

我却偏要跟着时髦做白话;教师要学生多读古人的书，而我却偏爱读今人的书而已。”
[33]
柯庆施(尚惠)于 1917 年 8 月入二师求

学。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学生讲演团“救国十人团”的组织动员方式，自北京迅速辐射到交通闭塞的徽州。1919 年 5 月 29 日，

柯庆施参加徽州救国十人团，加入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从此走上革命道路。8月 28 日，胡晋接致信柯庆施的父亲柯临久:“令

郎尚惠因思想一时误谬，遂发生许多误会，酿成一种不信仰学校之心理”，“恐心满气亢无受教之余地，若强迫入校非徒无益

而害之，不如留家一年，察其思想已否矫正再行斟酌办理为妥”。出于严明校纪，更出于让青年人“安心求学”的心理，二师

对参加学潮的柯庆施采取“留家一年”的惩戒。不过，也留有余地:“寄上题目于日内作就，内容须具有恳切忏悔之意思而类悔

过书者……日记亦须记就寄来，内容以多忏悔语为佳”，然后校方可以考虑让其返校
[34]
。

如何解释二师对新文化运动这种折中和节制的态度?是什么原因导致二师在五四运动这个节点上的保守和曲折?可从三个方

面分析。

(一)追求新旧平衡的核心理念

胡晋接的思想倾向兼有新旧两端，追求新旧平衡。1903 年，陈独秀寄居芜湖科学图书社办《安徽俗话报》，胡晋接是图书

社的股东，所以非常关注《安徽俗话报》。1904 年他给科学图书社写信说:“至《俗话报》出版以来，同人皆颇欢迎，而局外则

颇多訾议。如‘自由结婚’等语，尤贻人口实。其实此时中国人程度至‘自由结婚’尚不知须经几多阶级;若人误于一偏，不将

‘桑濮成婚’概目为文明种子乎?鄙人甚敬此报，甚爱此报，而又不敢随声附和此报，意欲更图改良，立定宗旨，可乎?请与重

翁(陈重辅，即陈独秀)等商之。”他主张“辞旨务取平和，万勿激烈。”理由是:“现在民智低下，胆子甚小，毋令伊惊破也。”
[35]
胡晋接在《新思潮之别择》一文中感慨新思潮裹挟下，国人对“解放”与“改造”的混淆:“解放与改造必相辅而行，若徒一

味主张解放，而不知注重改造，则恐举国大乱而至不可收拾之境矣”，“‘解放与改造’，一方言解放，一方即言改造，乃阅

者每每但见‘解放’二字，而将‘与改造’三字略过，以此鼓吹岂非大乱之道?”与“解放”相比，胡晋接更看重“改造”的意

义:“改字亦含有解放之意义，必先有改而后有造也。”
[36]

新文化运动发端时，胡晋接是热情拥护的。但他对输入的新思想、新学艺所能接受的程度，恐怕是以“不破坏其旧时淳朴

懿粹之美德”为底线的，一旦冲决了这个底线、破坏了新旧平衡，胡晋接对新思想、新学艺的态度恐怕会发生根本改变。待到

新文化运动发展到愈加激进的新阶段时，中西文化呈现剧烈的矛盾冲突，特别是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学运风潮甚至从北京扩展

到穷乡僻壤的徽州二师，新思想、新学艺已经对徽州社会旧有的礼俗秩序发生激烈的冲击，老派学人出身的胡晋接似乎无法接

受这样“礼崩乐坏”的事实，柯庆施等被二师除名便无法避免。

黄宗培认为胡适等人文学革命的主张“亦不无偏激之处”，反对“纯用白话文”，提倡“折衷之说”;赞成胡适等人“文学

革命、平民政治、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宗旨，但“方法上间有异议”;更对刘半农等《新青年》人士“徒肆口谩骂”的言论

不以为然。在在透露出平衡新旧的折中观念。

胡晋接们的这种态度，也与徽州社会的整体环境有关。对 20 世纪 20 年代徽州的师范教育环境，王振忠有精彩分析:“尽管

当时进入民国已有十余年了，但徽州人自师范学校毕业，黄卷青灯，壮志鹏飞，与明清时代科举及第的社会反响如出一辙。从

迄今尚存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讲习科毕业试卷》来看，其间不但备列有一长串先祖、业师之名讳，而且还特别强调‘本

校毕业考试及第’，其格式与科举时代之朱卷并无二致。唯一稍有变化的，只是承印此类文卷的书坊，已由著名的‘徽城乙照

斋’改为时尚的‘徽城维新斋’而已。”
[37]
在这样的环境中，胡晋接们也不能不行中庸之道。

(二)教育不问政治的态度和严格训练的办学方针

胡晋接在二师的办学上，一直秉持“教育不问政治”的态度和严格训练的方针。据黄宗培回忆，胡晋接坚持教育是清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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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办教育、受教育的人都不应过问政治。“五四”以后，黄宗培积极参选安徽省议员，胡晋接得知后要黄氏停止这种政治

活动，黄氏就以意见不合提出辞职，离开了二师
[38]
。面对“五四”之后的学潮，胡晋接在致省教育厅董亨衢厅长的信中慨言:“惟

学生颇多欢迎新思潮者，方与同人随时利导，示以言论别择的标准、思想革新的指针，以引之归于正轨，不事抑制而亦不敢放

任，以此为过渡时代的方法。”
[39]

胡晋接治校以严格著称。胡氏“五四”之后撰写的《吾国学校宜行严格的训练之理由》一文，感慨新思潮之下鱼龙混杂、

泥沙俱下:“教育之功效，固以学生能实行自治为佳;然此时之学生自治，几与民国共和同为空挂一招牌而已。自各校举行学生

自治以来，多数学生益流于放肆怠惰。此无可讳言者也。”他继而分析此种乱象的根源，在于中国学生自幼没有经历严格的训

练，“必从严格的训练养成优良之习惯，方有进步”，“教之育之使成优良之习惯”
[40]
。

徽州学者颜振吾从兵家的角度看待胡晋接治理二师严格到近乎“专制”的方式:“指责子承治校专制，绝非空穴来风，而是

铁证如山。但也如同大帅统军，若能章法合理、纪律严明、指挥若定，即使一时蛮干，也可以侥幸打胜仗那样。二师十五年里，

成绩是卓然可观的。”
[41]

(三)新文化运动受国内外局势影响而愈加激进

通览安徽省立二师校刊，在 1913—1920 年之间，二师采用过不少新的办学思想，如“村民教育主义”“实用教育主义”“社

会经济教育主义”等。在 1921 年这个分水岭，胡晋接校长一反前期的主张，改为推行“务本教育”。

1921 年 10 月刊行的《黄山钟》第一期，胡晋接在《本刊宣言》中对共和十年以来真正缺乏共和的道德痛心疾首:“共和建

国垂十载，而民生反日困，国事反日非;除山西以模范省著闻外，几无处非争权夺利纷扰不宁之修罗场者，何也?曰:以共和无本

故。所谓共和之本者何?即吾民真共真和之心德也。近日海内谈教育者，多偏重知识，而于道德方面略焉。不知共和乃道德名词。

真正共和问题，断非徒讲知识所能解决。”胡晋接认为实现“真正共和”，知识和道德二者不可偏废，故提出“务本主义”的

教育方针:“吾校所主张所实行之‘务本主张’，以质正于并世贤哲，以期望吾国未来之新教育，不事枝叶而反于根本，务以道

德为重，寡欲崇俭，退让不争;或可致吾民于真共真和也。……夫‘务本主义’本极平庸;然非此殆不足以救时潮末流之失，而

为一切教育植其根基。……若吾校年前所怀抱之各种主义，及今思之，殊病其琐碎支离耳。”
[42]

胡晋接教育思想的转向，在某

种程度上是受国内外情势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文明造成巨大创伤，胡晋接认为“东方文明端在精神，西方文明乃在

物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物质文明被判死刑的时代，有鉴于此，提倡佛学，讲求精神文明，于人类‘功德无量’。为了修身养

性，就必须让学生‘尽性学佛，尽伦学孔，道学为体，科学为用’”
[43]
。

新文化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同步，与此间国际形势相对应的是，国内思想舆论界也愈加激进。

据王汎森对《新青年》的考察，在“五四”之前，《新青年》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开始，它强调“青年文化”，同

时也介绍各国的青年文化，这与刊物的名称相符。第二个阶段则刻意批评孔教与军阀因缘为用，并抨击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不

合。第三个阶段提出伦理革命及文学革命。而第四个阶段则强调思想革命，认为文学本合文学工具与思想而成，在改变文学的

工具之外，还应该改换思想。在“五四”前后，《新青年》中社会主义的成分愈来愈浓，1919 年 5 月的“马克思主义专号”即

是一个例证。1921 年以后，《新青年》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44]
。

另据柯庆施 1940 年写的自传材料:“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就看到《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开始校长叫我们看《新青年》，

后来又不许看，但我们仍买来偷看)，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那种仅仅是

压迫强制得不舒服而产生的反抗情绪，到了这个时期，好像是加了油(思想上的)一般，使我们的思想与学校当局的思想发生了

根本的矛盾，于是冲突更甚。”
[45]

为什么胡晋接校长开始鼓励学生看《新青年》，五四运动以后又不许看《新青年》?为什么胡晋接的形象，从 1917 年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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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教育改革家，短短两年即转变为禁止学生看《新青年》的专制家长?王汎森的论述是极好的诠释:“《新青年》不

停地变，新知识分子却不一定能赞同它每一阶段的主张”，“《新青年》像一部急驶的列车，不断地有人上车，不断地有乘客

下车，能共乘前一段路的，不一定能共乘后一段路”
[46]
。

既追求革新又折中、节制，胡晋接和他领导下的安徽省立二师与时代洪流发生剧烈的碰撞，这庶几可以作为对新文化运动

在徽州接受情况的解读。当然，今天看来，胡晋接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折中态度，也不乏合理处。

注释：

[1]余英时: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 年，第 31 页。

[2]黄宗培，又名梦飞，于 1914—1926 年先后执教于县内小学、省立二师、省立第一农校、省立一中等校，曾任《安徽通

俗教育报》总编辑，生平见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绩溪县志》( 合肥: 黄山书社，1998 年，第 896 ～ 897 页) 。笔者

曾向绩溪县学者徐子超请教“黄觉僧”为何许人，得到徐先生指点，特致谢忱。

[3]黄梦飞: 《往事回忆录》( 辑要) ，《绩溪文史资料》，1985 年，第 6 ～ 7 页。

[4]1919 年，黄宗培致胡适信云: “前年暑假曾在邑中一面，匆匆未及多谭，至以为怅。”［《黄宗培致胡适》(1919 年 4

月 12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册) ，北京: 中华书局，1979 年，第 35 页］

胡适 1917 年 7 月 27 日回绩溪上庄省亲，8 月 30 日离开家乡北返［耿云志: 《胡适年谱( 修订本)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

社，2012 年，第 49 ～ 50 页］。胡、黄二人应是在这期间结识并短暂晤谈。

[5]胡适: 《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新青年》第 5 卷第 3 号“通信”，1918 年 9 月 15 日。

[6]胡适: 《论句读符号》，《新青年》第 5 卷第 3 号“通信”，1918 年 9 月 15 日。

[7]《黄宗培致胡适》( 1919 年 4 月 12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册) ，第 35 ～ 36 页。

[8]安徽省立二师学生柯庆施和章衣萍后来都回忆说学校不允许学生看《新青年》，胡适大概是从同乡处得到这个信息［胡

适: 《致黄觉僧》( 1919 年 5 月 4 日以后)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 《胡适书信集》( 上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04 页］。上引黄宗培致胡适信中说“敝处无《新青年》杂志”，也从侧面证实二师禁止学生看《新青年》。

[9]胡适: 《致黄觉僧》( 1919 年 5 月 4 日以后) ，《胡适书信集》( 上册) ，第 204 ～ 205 页。

[10]汪俊赓、程庸祺整理: 《胡晋接先生年谱》，1884 年条，载周文甫主编《斯文正脉: 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合肥: 黄

山书社，2012 年，第 114 页。

[11]安徽省立二师校刊( 1 至 7 期称《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从第 8 期起改名为《黄山钟》) 和《胡适遗稿及秘

藏书信》中录有胡晋接与胡适往来书信七通。

[12]《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七期，1920 年。



8

[13]《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七期，1920 年。另参吴元康《胡适关于安徽清代学人及文献之佚函二通》，《文献》

2007 年第 3 期。

[14]《黄山钟》第一期，1921 年。另参吴元康《胡适关于安徽清代学人及文献之佚函二通》。

[15]《黄山钟》第二期，1922 年。

[16]胡适: 《致胡近仁》( 1924 年 6 月 4 日) ，《胡适书信集》( 上册) ，第 331 页。

[17]胡晋接致陈独秀、陈独秀复胡晋接，《新青年》第 3 卷第 3 号“通信”，1917 年 5 月 1 日。

[18]汪原放: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6 年，第 3 页。

[19]黄觉僧: 《折衷的文学革新论》，《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8 年 8 月 8 日。

[20]转引自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编《师范教育学》，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53 页。

[21]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编: 《师范教育学》，第 54 页。

[22]参拙作( 吴子桐) 《民国初年师范教育的黄山钟鸣———〈安徽第二师范学校杂志〉〈黄山钟〉中的胡适与洪范五》，

《中华读书报》2015 年 10 月 21 日，第 15 版。

[23]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储朝晖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120 页。

[24]《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二期，1915 年。

[25]胡晋接致陈独秀，《新青年》第 3 卷第 3 期“通信”，1917 年 5 月 1 日。

[26]丛小平: 《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 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 1897—1937》，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92 页。

[27]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储朝晖译，第 118 页、157 ～ 161 页。

[28]黄炎培: 《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 第一集)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14 年，第 142 页、148 页。

[29]《前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倪训令》，《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二期，1915 年。

[30]胡适: 《致黄觉僧》( 1919 年 5 月 4 日以后) ，《胡适书信集》( 上册) ，第 204 页。

[31]胡适: 《致胡近仁》( 1924 年 6 月 4 日) ，《胡适书信集》( 上册) ，第 330 ～ 331 页。

[32]方光禄等: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 1905—1949)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55 页、301 页。



9

[33]章衣萍: 《我的自叙传略》，《樱花集》，上海: 北新书局，1928 年，第 213 ～ 214 页。章衣萍反复说过胡晋接禁

止学生看《新青年》: “我从前在徽州一个师范学校读书，那学校的校长胡子承先生，是个很顽固的人，不许学生看小说(看小

说是要记过或开除) ，甚至于《新青年》也禁止学生看。”( 衣萍: 《作文讲话》，上海: 北新书局，1931 年，第 18 页) “那

时徽州师范学校的校长是胡子承先生，他禁止学生做白话文，看《新青年》，但他愈禁止，我愈要看。……后来竟因此被学校

开除。”( 章衣萍: 《我的读书的经验》，王子坚选编: 《现代青年之切身问题》，上海: 上海经纬书局，1934 年，第 60 ～ 61

页)

[34]周文甫主编: 《斯文正脉: 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第 92 页。柯庆施还是于 1920 年退学，见方光禄等《徽州近代师

范教育史( 1905—1949) 》，第 91 页。

[35]汪原放: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 17 ～ 18 页。

[36]《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七期，1920 年。

[37]方光禄等: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 1905—1949) 》，王振忠“序”，第 2 页。

[38]黄梦飞: 《往事回忆录》( 辑要) ，《绩溪文史资料》，1985 年，第 6 ～ 7 页。

[39]《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七期，1920 年。

[40]《黄山钟》第一期，1921 年。

[41]颜振吾: 《胡晋接与徽州教育》，周文甫主编: 《斯文正脉: 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第 155 页。

[42]《黄山钟》第一期，1921 年。

[43]方光禄等: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 1905—1949) 》，王振忠“序”，第 7 页。

[44]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年，第 245 ～ 246 页。

[45]汪太戈: 《柯庆施在安徽省立二师》，《徽州社会科学》2008 年第 8 期，第 50 页。

[46]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 246 页。


